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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變法思想中的漢學與佛學（上）

⊙ 楊際開

 

一 問題的提起

日本已故著名漢學家島田虔次在《關於章炳鱗──中國傳統學術與革命》中認為，在中國近

代革命中，發揮了積極作用的只有儒教與佛教1。他以辛亥革命的宣傳家章太炎為例，指出：

「通過與醜美善惡一起正確地了解民族的歷史而產生的對民族的愛，這才是在太炎思想中把

學問與革命聯繫起來的東西。」2太炎對中國歷史的了解是通過浙東史學的認識框架進行的。

這是一種否定「歷史─社會」結構革命論的思維路向：重建推動社會革命的歷史主體3。氏在

學術與革命的交叉點上審視中國革命，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連接學術史與政治史的近代中國研

究典範。美國漢學家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在《經學、政治和宗族──中華帝國晚期

常州今文學派研究》中則提出了一個學術史-政治史-社會史三元互動的分析框架4。但仍然沒

有說明從「從來不是革命的」常州今文學向革命轉變的內在契機。

筆者認為，要理解近代中國革命的內在契機，必須從清代樸學的學術史演變轉而衍生出回歸

佛性的精神史再進而發展出地方社會力量抬頭的政治史這三元互動的視角，才能把握住辛亥

革命指導理念中大乘革命與政治革命的雙重性格。佛學傳入中國，對國人體認生命世界中的

精神現象起了莫大的作用。經過了長期的文化磨合過程5，到唐代，出現了儒釋道三教鼎立的

局面，而到宋元明，儒學又佔了上風，但進入清代，由於清朝對佛教採取了封閉政策，佛教

遂進入了家庭，出現了居士佛教盛行的現象。這一現象在政治史上意味著甚麼？從這一視

角，中國學者也已積累了有分量的研究成果6。但多集中在龔、譚、章、康、梁身上，對從龔

到譚的過渡性人物宋恕語焉不詳，本文想以宋恕為中心來探討這一問題。

晚清知識份子的佛學興趣已為學界所注目，如張灝、王汎森、葛兆光都有所言及。張灝指出

了大乘佛教中所含蘊的超越意識與「否定邏輯」不時會浮現出來，對正統儒家思想作出挑戰

與衝擊7。王汎森認為，唯識學中的轉化理論在晚清被復興了，到清末民初唯識的批判方向明

顯的轉移到社會政治上去8。葛兆光提出了戊戌變法前後知識人佛學興趣的問題，他認為佛學

思想的一些因數「可能是瓦解固執的傳統意識形態的強烈腐蝕劑」，並指出這一興趣來自兩

個不同源頭的啟發：一是楊文會，一是康有為9。筆者認為晚清知識份子佛學關心的源頭擬可

追溯到龔自珍、魏源。龔、魏開了有清一代學術的新風10。他們學術的內在支點正是佛學。

晚清變法思潮是從知識與佛教雙方對程朱理學與專制王權的反叛。對讀書人來說，佛法是作

為精神實體的自我的存在證明。楊仁山對佛學的關心在太平天國運動中的杭州開始的11，魏

源的到達點正是仁山的出發點。杭州確是晚清佛教革命的發源地。我們可以把這一現象看作



是中國讀書人回應西方文明衝擊的一種獨特方式12。這是一個向內用力的過程與日本向外用

力的取向形成了對照。這一對照又展現了東亞文明在面臨西方衝擊時權源與法源的衝突。

在西方文明的內面衝擊下，支撐傳統專制王權的正統儒學意理開始與權力解紐，佛教學理作

為讀書人與專制王權保持內在間距的宗教倫理重新獲得了需要。西方衝擊是持續的，所以對

佛學的關心也保持了連續性。晚清的變法家開始走出漢學營壘，利用民間的佛教資源來回收

西方的文化衝擊，喚起內在的道義自信，進而更新政治，推動變法。這與北宋援道排佛的理

學思潮適相反，從而啟開了近代中國反理學的端緒。甲午以後，這一關心與日本佛教界以及

知識界的動向發生了互動關係，產生出了東亞文明的整體意識13。

在清朝中葉，就已出現了反理學名教的社會思潮。在這股思潮背後，我們可以看到居士佛教

的強大影響。龔自珍是戴（震）學的傳人，譚獻（1832-1901）又是晚清龔學的傳人14。在譚

的學風影響下，宋恕繼承並發展了龔學。章太炎則將清末的居士佛學興趣轉變成了革命宗

教，推動了佛教界的革新。從龔、魏到宋、章，佛教資源促進了政治典範的轉換，熔鑄為中

國文化再建的基礎建構。

戴震（1724-1777）對理學的批判是通過揭露朱子對佛教觀念的轉用進行的15。他把理學概念

的佛教出典暴露出來，實際上也就抽走了理學的觀念根據，捍衛了佛教學理本身的價值空

間。抽走了作為專制意理的理學的觀念根據意味專制王權陷入了合法性危機，從而奏響了晚

清變法運動的序曲。戴震指出「理與事分為二而與意見合為一，是以害事。」16從中，我們

可以看到戴受到西方就事論事的科學分析精神的影響，同時，也可以看到他繼承了陸王心學

對程朱理學的批判視角17。這裏面涉及到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對佛學資源持不同心態的問

題。

張立文認為是華嚴宗首先使用了「理」來討論宗教哲學的問題18。釋迦牟尼悟道以後在《華

嚴經》中所講的包含萬有的一真法界在漢語的語境中可以用「理」來表述。但在華嚴宗看

來，無論是「事」，還是「理」，都是「一心」的顯現，心才是本原，二者不可混同。這一

具有巨大能量的觀念通過翻譯語在不同文化中的遊走，發生了「寶石箱效應」19，《華嚴

經》中總該萬有的「一心」變成了理學中「萬物皆是一理」20的「一理」。通過這一轉手，

理學家獲得了一個批判佛學的視座，如程灝認為「佛者一黠胡爾，佗本是個自私獨善，枯槁

山林，自適而已。」21一個否定一切有為法的宗教家被看作是一個獨善其身的人，而且還帶

了種族歧視的色彩。朱熹也認為「釋氏其實是愛身，放不得，故說許多。」22這一指控說明

以虛擬王權為中心的儒家信條與以內在超越為目的的佛教學理不能在一元論上和平共處。因

為，虛擬王權在外壓下就向專制王權蛻變難免不與佛教倫理發生競爭。

按照理學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23的標準，道德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要通過「義」給世

俗世界帶來秩序。這就是「方外」，「方」要作動詞講。無方外之義，即權力意志的佛教學

理「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24權力意志與從佛學中轉換出來的理學觀念相結托，具

有了淩駕於宗教倫理之上的威勢。但權力意志也要獲得政治合法性，於是，程頤設計出了

「夫王者，天下之義主也」25的政治合法性話語，把儒家王道理念提升為一種理性的秩序實

體。然而，把佛教出世的宗教觀念轉變為儒家入世的王道觀念以後，由儒家的「天」自我合

法化的權力意志所管理的「事」與華嚴宗的「理」合而為一，變成了新儒家政治意理的「天



理」。這樣的天理觀念以佛教學理從屬於權力意志為前提，提供了暴力壓力的意理依據。儒

家是把「天子」設定為整個天下，也就是文明的主權者的，而依靠暴力獲得天下最高政治權

利的王者又是以奪取天下視聽為治理原理的。道統是對法源的追求，要求把權源置於法源之

下，而在現實中則往往是執法的權源異化成了法源。

余英時從知識與道德的認識論視角來探討儒家學理中「道問學」與「尊德性」的內在關係。

而杜維明則從心性倫理的視角來探討儒家學理中道、政、學的關聯。杜的思維確實繼承了心

性儒學與政治儒學表裏一體的路向，但仍偏重於心性而未能打通兩者的隔閡。從權力論的視

角看，當專制王權與權力意志打入心性儒學與政治儒學之間，「道問學」與「尊德性」遂斷

為兩截，一廢具廢。按照牟宗三的講法，從北宋周濂溪到明末劉蕺山的理學學脈「實是一息

息相關有機之發展」26。牟從儒、釋之判來區別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也確有卓見。黃宗羲認

為王陽明「點出心之所以為心不在明覺，而在天理，金鏡已墜而複收，遂使儒、釋疆界，渺

若山河。」27程朱講天理，陸王也講天理，但講法不同。

牟認為「其言『金鏡已墜而復收』，『已墜』者從伊川始，朱子大成之；『復收』者上本象

山而仍歸複於明道之初義也」28。從「已墜」到「複收」完成了從理學向心學的典範轉換。

也就是說，理學典範是以「理」來斷儒釋的界限，而心學典範是以「心」來斷儒釋的界限。

這樣，「天理」的「天」就與「心」合而為一，一個外在強迫觀念的「天理」變成了內在良

知萌動的「天理」。內在的「天理」即「明覺」，以佛教學理為理據，兩者若即若離，因此

「渺若山河」。這一轉變實意味著向把權力涉入倫理的「天理君權」29的告別。當朱熹要把

君權也置於 「天理」之下，理學就陷入了個人權利與公共利益的兩難困境。心學則通過向內

求秩序之原的方法來克服這一困境。這就又回到了與佛教發生內在對話的二元空間。而正是

這一空間把個人超越為目的的佛教倫理轉換成了儒家以虛擬王權為認同焦點的政治倫理。原

始儒教宗教性的復活是近代中國革命的前奏。

北宋的統一以及對知識份子的優待政策喚醒了士大夫的政治意識。對北方遊牧民族外壓的擔

憂促使他們去關心世俗政治。對世俗政治的關心又激起他們去攻擊佛教。張橫渠認為「釋氏

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30如果把儒家五倫（君臣、父子、

夫妻、長幼、朋友）這樣一個以政治權威為核心的一元論社會倫理為價值準則，那麼出世倫

理的佛教學理就是離經判道。由此可見，理學作為一種政治意理與專制王權相始終。程頤認

為「聖人本天，釋氏本心。」31這看似一種二元論的理解，但他硬要把「本心」的佛教納入

到「本天」的儒教中來：「釋氏有出家出世之說。家本不可出，卻為他不父其父，不母其

母，自逃去可也。至於世，則怎生出得？既道出世，除是不戴皇天，不履后土始得，然又卻

渴飲而饑食，戴天而履土。」32這實是政教一元論的法西斯思想。象山對佛教已帶有二元論

的寬容心態，陽明則是一種心性一元論的思想，他在心路歷程上已走到了伊川的反面，又回

到了人心的內面。

對程頤「聖人本天，釋氏本心」的命題，蕺山則認為儒家也是本於心才本天的，但「吾儒之

言覺也以心，而釋務覺其心也」，「吾儒之言空空也以心，而釋務空其心也」33。在宗周看

來，儒家的心是手段，而佛教的心則是目的。由此可以推論出儒家有一作為目的的政治倫

理，而這對釋氏來說並不重要。這樣，若把儒家的政治倫理落在現實的人生上就可以開出民

主之花。這樣的現實人生與佛教信仰非但不矛盾，還是二元共存，互為前提的。因此，宗周

認為「佛氏之教，遺世獨立，空其性而歸之覺，與吾儒迥不相及，如南北之殊方，人物之異



族，使貶吾道而從之，固其所不受；即張吾道而攻之，亦其所不入也。」34與程頤對佛教的

一元論態度相比，顯然，宗周持一二元論的態度。在個人的宗教倫理與團體的政治倫理得以

共存的世界中，個人的尊嚴才有以生命相賭的價值。可能是由於注重現世的基督教神學的衝

擊，晚明的佛教學理已進入了庶民百姓的現世生活35。

杜維明認為，劉宗周的思維方式開了戴震批判理學的先河36，確實，段玉裁也認為程朱理學

的手法是「特以理學易心字」37。這就與劉宗周所持的儒佛二元論的立場一脈相承。戴只是

從偏重儒學的角度，而彭紹升則是從偏重佛學的角度發展了劉的立場。

本來，理學作為一種思潮是為了清除佛教的影響以挽救王道的危機。然而，王道的危機並非

由佛教的影響造成，相反，佛教得以在中國傳播是因為佛教的宗教倫理可以補儒家社會倫理

之不足。心學對理學的顛覆策略是針對理學的內在矛盾，對「天理」進行概念轉釋。在二程

思想中，程顥偏重於心性，而程頤則偏重於政治。但程頤在講王道政治的時候強化了儒家君

尊臣卑的職分觀念，同時又開發出了一個外在客體的「天理」觀念。心學雖在內在理路上克

服了理學的內在矛盾，但未能開出「外王」的政治儒學。劉宗周的心性之學瘖廢於滿洲的鐵

騎之下、而朱舜水把聖學的種子埋在了日本。譚獻在同治元年的日記中寫道「陽明之學末流

曼衍，至蕺山而正、梨洲而大，王佐之才。」38西方宗教之知與經驗之知的雙重衝擊帶來了

東亞政治之知的覺醒。而在中國，作為一個客體權威的「理」的崩潰是在與日本天皇文化相

遇以後。

余英時根據龔自珍（1792-1814）的自敘，認為清代學術之運為「道問學」39，這也可以看作

是對陽明心學過於強調「尊德性」的一種反動40。然而，明末清初，心性儒學仍舊保持了與

政治儒學的內在緊張，孕育了新的義理之學。但進入乾隆以後，這兩者之間的緊張失去了平

衡，「道問學」遂蛻變成了對文字訓詁的考證之學，喪失了方向感。究其原因，清王朝的高

壓政策固然罪責難逃，缺少外來衝擊，社會長治久安也是一個原因。到乾嘉之際，中國社會

內部中央與地方權力關係的變化，加上西力東侵的加速，出現了新的機運。龔自珍認為「自

乾隆初元來，儒術而不道問學。所服習非問學，所討論非問學，比之生文家而為質家之言，

非律令」41。這是說乾隆以來形成的考證學風已失去了儒學所固有的內在生命。自珍已看到

了乾嘉學風中儒學典範的危機。龔所指向的是通過對王權的功能轉釋來重建政治儒學。

時代的轉變是在外壓與內壓的相互作用下進行的。當龔自珍把儒學典範的道德原點放在虛擬

王權──「天」上時，佛教學理作為一個有力的精神支點，成了推動晚清變法運動的精神泉

源。其淵源上可以追溯到王充、天師道、天台宗，下可以追溯到南宋浙學，到陽明學為源流

的浙東精神史學而獲得了新的綜合42。作為虛擬王權的天子處於這一精神史的中心。人不能

離開自己的這個內在中心去力行。專制王權正是在這樣的道德主體的力行實踐中毀於無形。

要釐清宋恕變法思想的精神資源，還須從自珍著手。

二 乾嘉年間的佛學關心

江藩（1761－1831）1818年在廣東出版了《國朝漢學師承記》，後附《國朝經師經義目

錄》。初稿成於嘉慶十七年以前，有汪跋為證。江的著書目的在於釐清清代漢學源流，總結

成績，提出問題，傳之後輩。誠如汪氏所說「彙論經生授受之旨」43。龔自珍在1817年寫了

「《江子屏所箸書序》附箋」。在這個附箋中，龔批評江藩「若以漢與宋為對峙，尤非大方



之言」44，於是，江又在1823年出版了《國朝宋學淵源記》並《附記》。他將黃宗羲、顧炎

武置於《師承記》傳後，引起了經師、人師之爭45。但學界忽略了龔在《江子屏所箸書序》

中以師道待江的立場。龔認為江藩「既老，勒成是書，窺氣運之大原，孤神明以探往，義

顯，故可以縱橫而側求；詞高，故可以無文字而求」46。龔是漢學大師段玉裁的外孫，對江

講述的漢學理路是心有獨鍾的。龔又說「古之學聖人者，著書中律令，吾子所謂代不數人，

數代一人，敢問誰氏也？」47可見江對這個後輩晚生的期許與龔繼往開來的自負48。江置於傳

後的人師黃、顧正是龔的出發點。

朱維錚認為在《淵源記》中「江藩所以貶抑南方理學家，更其擯斥桐城諸家，真正理由並不

在於他們推崇朱熹，甚至不在於他們援儒入佛」，而在於他們「不務躬行，惟騰口說，徒增

藩籬，於道何補？」49這個批評全不中要的。其實，江藩在此提出了如何重新評價朱熹的問

題。他批評南方理學家「好騰口說，其蔽流於釋、老，甚至援儒入佛，較之陸、王之說，變

本加厲矣」50。可見，江認為「援儒入佛」大為不可，而這正是程朱理學的特徵51。在《附

記》後記中，江引述了他父親的話後寫道：「余謹守庭訓，少讀儒書，不敢辟佛，亦不敢佞

佛，識者諒之。」52可見，江是站在儒佛二元的立場來批判理學的。這一立場受之於戴震：

「夫以理為學，以道為統，以心為宗，探之茫茫，索之冥冥，不若反求諸六經。此《原善》

之書所以作也」53。這也是阮元在序中闡明的清代漢學原先的宗旨。可見，時人已意識到了

內在於「道問學」與「尊德性」本身的典範危機54。

重新回到六經的原點意味著甚麼？江藩在卷上前言中說得很清楚：「儒生讀聖賢書，期於明

道，明道在於修身，無他，身體力行而已，豈圖以口舌爭哉！」55《國朝宋學淵源記》的序

作者滿洲人達三完全領會作者的這一意圖，他說：「自宋儒道統之說起，謂二程心傳直接鄒

魯，從此心性事功分為兩道，儒林道學判為兩途，而兩漢之傳經，唐儒之衛道，均不啻糟粕

視之矣」56。很明顯，時代要求讀書人向力行經世轉變。這就要求回到清代漢學的原點，重

建政治儒學，於是，黃宗羲、顧炎武又被想起。重新回到六經的原點，另立新宗，這正是

《師承記》轉達給自珍的訊息。為黃宗羲立傳是為了表彰乃師蕺山的學風57。江在《國朝宋

學淵源記》中還為兩位蕺山學的傳人張履祥、黃商衡立了傳。要力行就要回到蕺山儒釋二元

的立場，而一回到儒釋二元的立場，建立在程朱理學一元論政治意理之上的專制體制就失去

了理法上的憑據。時間向上的推移過程也就是政治儒學複權以及程朱理學政治意理的解構過

程。龔自珍完成了這一工作。

龔不滿江對宋學與漢學的劃分說明他對重新恢復心性儒學與政治儒學的內在緊張，轉換學術

典範抱有自覺。嘉道年間，一個新的學術典範開始胚胎。錢穆說：「嘉、道以還，清勢日陵

替，堅冰乍解，根蘖重萌，士大夫乃稍稍發舒為政論焉」58。錢看到了學術典範的轉換是與

政治勢力的陵替消長為轉移的。錢說自珍科場失意，「乃稍稍寄媚於經術，又放情於金石，

流玩於釋典而終不忘其用世。」59這給人的印象是晚清居士的佛學學養與他們的用世精神並

沒有內在的關聯。梁啟超是晚清變法運動的殿軍，視龔為精神上的導師，他提醒我們，佛學

是晚清思想的一個伏流60。這就道出了晚清變法運動與佛學的復興有內在的關聯。佛學學理

是變法家抒發政論的精神回路。在這一回路中，他們又重建了近代中國的學術典範，使各自

為陣的宋學、佛學與漢學獲得了近代形式的綜合，從政治意識的層面顛覆了傳統中國的政治

模式。



嘉道年間在知識界出現的佛學關心源自於幹隆年間活躍在蘇杭一帶的理學家兼佛學家彭紹升

（1740－1796）居士。江藩在《師承記》中為他立了傳。余英時說「彭紹升又號知歸子，後

來以佛學大師知名於世，龔定庵便是他的再傳弟子」61。自珍自號「懷歸子」，可見對彭的

仰慕62，他在「知歸子贊」中寫道「震旦之學於佛者，未有全於我知歸子者也」63。學佛是當

時讀書人一般的風氣，為何偏要對彭用「全於」二字呢？龔在文中作了解釋「且求諸外，且

索諸內，皆不厭吾意。於斯時也，猝焉而與其向者靈異智慧之心遇，遇而不逝，乃決定其

心，蓋三累三折之勢，知有佛矣」64。這是說與佛相遇是宗教心靈萌發的需要，是為了回答

世俗生活中的精神超越問題。而彭認為「求一大根大器，直下了得者，竟難其人，若複不擇

方便門求解脫路，生死來到作何抵對？」65彭的入佛只是「方便」，目的在於救己救世，而

非逃避。自珍回答了彭提出的問題。

龔晚年回憶說，江沅（字鐵君，1766－1837）是他的第一個佛學導師66，江沅是江聲（1721

－1799）的孫子，從段玉裁治小學三十幾年，與自珍關係自當近切。江藩的兩位老師是彭紹

升的學友，自珍當從江藩處得知彭的學行。余英時說龔是彭的再傳弟子，恐不會有錯。江聲

是惠棟（1697－1785）的弟子，又是江藩的受業師。清代漢學是從明末空談誤國的教訓出發

的。不談義理只作考據也可以看作是對程朱理學政治意理的意識回避。也就是蕺山奉行的儒

釋二元的思維方式得到了繼承，不同的只是用力物件從心性轉向了考據67。但是這一轉向已

包含著對專制政治的抗議姿勢。惠棟認為「宋儒之禍，甚於秦灰」68。這是說，秦的焚書坑

儒還只是用暴力來消除異己，而程朱理學則是在精神層面內化了暴力。權力成了目的，對人

精神的意理控制遂變為合法手段。學風轉變背後有著體驗深切的政治認識。戴震的反理學思

想從清代漢學中冒出也決非偶然。

江藩介紹惠棟「經、史、諸子、百家、雜說及釋道，靡不穿穴」69。可見，佛學道教仍是清

代學人宗教倫理的支點，只是沒有浮出水面而已。清代學人探究佛理，流玩釋典出自他們精

神上的需要。江藩出入於儒釋之間，得自家教，也得自薛起鳳、汪縉二位老師的引導。幹隆

年間的政治高壓出現了王者心中權力欲與讀書人心中良知萌動之間的對峙局面。也正是這一

佛學工夫使他們有了反芻理學心性真味，濯除政治意理的內在體驗，於是，在江浙地區，出

現了讀書人脫離漢學典範的新氣象。自珍從漢學入手治學，自然也接觸到了他們的精神底

蘊、佛學興趣，並把這一精神內裏的真實宣諸於世。

戴震曾與彭紹升往復辯難。對此，余英時則認為「紹升與東原辯論時，年尚不足四十，似仍

守儒家立場。未全為釋氏扳去」70，因此，他主張彭仍是「用舊義理來對抗新義理」71。從年

齡上看，彭要比戴小十六歲，不會比戴更不合時宜。錢穆說「蓋乾嘉以往詆宋之風，自東原

起而愈盛」72，彭是為了從戴震對理學的攻擊中捍衛心學的合理內核必須退到佛學的防線。

從江藩寫的《彭尺木居士》來看，彭「究出世法，絕欲素食」73，確比同時代學人更接近佛

家世界，但他所論之事未出儒家藩籬。不同的只是經世議論更為透徹。江說紹升年輕時「尤

喜陸、王之學」74，而空空子寫的《知歸子傳》中說他「治先儒書以明道先生為的。」75可

見，彭是在探究理學的心原時領悟到佛法的。他在給羅台山的信中表達了走出宋明理學的喜

悅：「弟復何心為陸、王樹幟哉」76，在給汪縉的信中則表達了走出理學的心得：「往時千

病萬痛只是於心外見佛」77，彭體悟到了不能領會佛的境界也就不能領悟宋明理學作為政治

倫理的內在含義。扳住王道政治倫理不滑入世界權力欲殼中的正是佛教出世的宗教倫理。



彭進一步說：「近始決定信得只有求放心三字是正當工夫，是儒佛兩家入門緊要處。往時正

所謂放其心而不知求也。從此念佛便覺進裏著己，回看儒書，更覺充然有悅心之味，不至與

淨土法門劃成兩橛。」78「求」是對「大根大器」的追求，旨在於重建政治倫理。抵抗權力

獸欲只得借助佛法為奧援。這裏面已經包含著對專制王權的精神抗議，是一種宗教倫理與政

治倫理相融的喜悅。程頤認為「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的「中便是喜怒哀樂在其中矣」79，

程顥則認為「與其為中所亂，卻不如與一串數珠」80，他已認識到在「中」的領域中，佛教

是有一席之地的。朱子認為「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81。王陽明則認

為「良知即是未發之中」82。這個「中」實是專制意理與宗教倫理的共有地帶，同樣也面臨

公地悖論。陽明已認識到如不把「知」放在價值本體83上那就不是「良知」。可以說，「良

知」是人回到在國家意識以前秩序預設的權利84。

汪縉在《內王》中說「中也者，天之命，人之性，聖之心，一之精，化之本，王道之體，六

經之歸， 亙古今四海而無弗在焉者也」85。他認為王道存在於人的內面。對此，紹升認為

「竊謂本來之善即是真空，真空之體有何可得？今於真空中把住一物，不肯放手謂之曰本來

之善可乎？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等之惡見，或不誣也。」86他看到了人的尊嚴最內在的空間

是屬於宗教領域的，這是無知之知，也是意見之知的墳場。這個領域與專制意理是不能相容

的，於是，就出現了儒佛「撤兩家之藩而通其閡」87的必要。彭還批評仍堅持儒家立場的汪

縉說「弟聞兄與人言論於時俗之學每多回護，在兄自謂寬以居之，不知此中受病總是為己之

心不切……不知人己一體，切於為己即未有不切於為人者。」88為己之學是心性儒學的一個

基本觀點，但紹生是從佛教倫理的角度與之相印證的。彭認為「東西二教，如日月相推，並

行不悖，要其教人明自本心，見自本性，則一而已。」89借助佛教的宗教倫理，彭樹立起了

一種內在於東亞文化傳統的人權觀念。

當時的讀書人流行用通信來討論問題，交換思想。從現在保存在《戴震集》裏的戴、彭二人

往復的信件來看，他們彼此之間是有內在碰撞的。段玉裁說是戴震先「以所作《原善》、

《孟子字義疏證》示之」90，彭讀後，呈《二林居制義》並談了對《原善》與《孟子字義疏

證》的感想而後得到戴的回信的。戴是以程朱理學中心性論的合理內核為武器來反理學的，

這就回到了陸、王心學的立場。而心學的對岸就是佛學了。彭在給戴震的回信中說：「將欲

避『真宰』、『真空』之說，謂『離物無則，離形色無天性』，以之破執可也，居為定論，

則實有未盡。以鄙意言之，離則無物，離天性無形色。」91戴震抽走了理學意理背後的佛學

觀念依據以後，「物」成了物自體，「形色」也就成了形色自身。如果，不把「物」納入

「則」──法，把「形色」置於天性──佛教佛理之上，依然無以蛻變出一個新秩序。

呂思勉認為戴震思想並未脫離理學的範疇92，這從戴捍衛儒學義理的立場看，確是如此，因

為，他仍想在理學的底盤上重建道德形上學，但我們要看到他的反理學思想是道德哲學的課

題，同時也是政治學上的課題。他的《原善》背後有一個把專制皇權視為原惡的問題預設。

這也可以看作是基督教原罪思想的一種折射。嵇文甫認為蕺山的反理氣二元思想是戴震的先

驅，理氣二元論與反理氣二元論的對立如同歐洲經院哲學中實在論與唯名論的對立93。然

而，在戴震唯名論式的「智識主義」94的背後有一提升到了人權本體論層面的反專制思想，

理氣一元論是陽明心性一元論的發展，這就是戴、彭二人有內在碰撞的原因。戴震是從儒家

知識論，而紹升則是從佛教心性論的角度來反抗名教意理的。這也是民國時期，胡適與鈴木



大拙論爭的分歧點之所在。

戴在「答彭進士允初」中告訴他自己的著書目的是「破圖貌之誤，以正吾宗而保吾族，痛吾

族之久墜，吾族之久散為他族，敢少假借哉」95。在此，戴提出了受容外來文化觀念時的學

術倫理問題。「外族」正是利用理學意理來宰製中國的。因此，學人學術倫理的喪失是有罪

責的。彭則認為，德性與知識是二元的，不能以學術來代德性，而受容外來宗教觀念不是學

術問題，而是信仰。二人的共同點在對「理」的克服上，而分歧點主要在知識是目的，還是

心性是目的上。也就是在如何克服「理」的方法上，戴認為知識是有效的，而彭認為佛教是

有效的。戴對彭說「誤圖他人之貌者，未有不化為他人之實者也。誠虛心體察六經、孔、孟

之言，至確然有進，不惟其實與老、釋絕遠，即貌亦絕遠，不能假託，其能假託者，後儒失

之者也。」96這是說，儒家的政治倫理自有其一以貫之的目的，在根本上是不用假借外來文

明觀念的。

紹升從「深於陸王之學，故於朱子不能無疑」97的立場悟入佛教，比戴震走出理學而又回歸

到「智識主義」更進了一步，他認為「仁非在外也，亦還吾一體而已矣」98。這個「還」字

是對政治專制的道德抗議，已包含了政治革命的要求。段玉裁說戴震通過「答彭進士允初」

闡明瞭他自己「以六經、孔、孟之恉，還之六經、孔、孟，以程、朱之恉還之程、朱，以

陸、王、佛氏之恉還之陸、王、佛氏」99的立論主張。彭否定了權力本位的世法就要對儒家

的治世理念作新的解釋，因此，他認為「以身還身，以家還家，以國還國，以天下還天下，

不役其心，不動於意，不殽於物，是謂『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100。

心靈一旦超越了權力的內在束縛，儒家的政治秩序理念就會回到其本位。彭並不因入佛而否

定「知」，他說：「蓋亂吾知者，意也，意之動而好惡形焉。是不可得而遽泯也，慎之於獨

而已矣；慎之於獨，『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而已矣。」101因為入佛，使他走出了蕺山的

「主意說」102，回到了陽明「無善無噁心之體」的價值本體論立場103。而正是這一回歸因明

亡而無以展開的政治儒學的課題就成了晚清的時代主題。

三 佛學與晚清變法

乾隆年間，號稱盛世。乾隆一邊以「十大武功」相標榜，拓展邊疆，平定叛亂，一邊又發動

了空前未有的文字獄，加強了對知識份子的思想控制。在巨大化與安定性的兩難之中，清廷

喪失了管理能力，只得靠暴力來維持政治意理，儒家的價值理想已被政治權力掏空，社會同

一性從內部開始瓦解。於是，從漢學的研究典範中滋生出了新芽。

在十八世紀中葉以後從清代漢學的研究典範中又分出了常州今文經學與章學誠的文史校讎之

學。戴震與彭紹升的反理學思想是在專制社會中的道德訴求，預告了歷史的變動，而常州今

文經學則給將要到來的歷史變動提供了一個來源於傳統文化內部的政治變動史觀。章氏的文

史校讎之學又把失去了方向感的文字考證納入了意義體系。龔自珍的變法思想就出現在這三

股思潮的交彙之中。龔的棄官南回象徵著南方讀書人對清廷的認同轉變，標誌著變法運動從

要求中央的「自改革」向社會的自主更新的方向轉變。龔的計劃是要通過主體的認同轉換來

實行的，觸動了權力裝置的根源。譚獻一生致力於龔自珍文集的收集與傳佈，是龔學中常州

今文學學統的傳人。

在杭州，章氏的校讎學與詁經精舍的考證學風相結合出現了子學研究的新典範104，而這一新



典範與譚獻的今文經學的歷史哲思相結合，一個由宋恕、章太炎所提倡的來自於古文經學的

變法改制思想就應運而生了。清代漢學的工具文化意識最後瓦解了以專制政體為前提的理學

政治意理。經元善從陽明學的立場出發認為「心」才是本原，風俗與政治的變革要從「心」

這個本原開始105。從中，可以讀出陽明思想中以心性為政治合法性根源的資訊，但宋恕認為

變法要從風俗開始，而後名教、政體，風俗是政體的表像。風俗的轉變又與外來文明的呈現

有關。「心」的改變意味價值預設在與外來文化──不同價值預設的接觸與對話中發生了轉

變。宋指出中國「女子多不識字而老死鄉里，非但終生未見有不裹足之女，且未聞有不裹足

之說，視裹足為世間女子之公法」106，並提出識字與遊歷以開風氣。

艾爾曼指出，常州今文經學從來就不是革命的107。這是說，今文經學只是在清王朝的體制內

構築改革的話語。但錢穆認為，晚清的經世致用思想是從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衍出，由龔自珍

展開的108。這個「經世致用」的思想在龔自珍那裏就帶有反體制的味道，而在魏源那裏就沒

有，個中原因確實可以從章學誠史學經世的思想中去尋找。柳詒征認為龔從章氏史學學到了

道德觀念實出於史的觀點109。為何史學可以經世？這是因為史學可以更新人的道德觀念。當

大家從自己的歷史中獲得了共同的道德觀念，就會成為歷史變動的主體。在章學誠的浙東學

派的敘述中，一代知識精英感受到了自己生命中的歷史道德本體，為了實現自己作為一個人

的道德訴求而把矛頭指向了專制體制。這就是「史之化為，有因有革」110的歷史之知，也是

歷史哲學的課題。

龔在寫於1814年的《良明論四》中認為：「天下無巨細，一束之於不可破之例，則雖以總督

之尊，而實不能以行一謀、專一事。夫乾綱貴裁斷，不貴垂拱無為，亦論之似者也。然聖天

子亦總其大端而已矣。」111「不可破之例」是一無形的權力法則──執法者與立法者複合為

法源，權力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但吊詭的是當最高執法者皇帝履行職務的時候已經喪失了

作為法源的象徵作用了。於是法意在自上而下的執行過程中被權力所取代。無形的專制意理

與有形的專制體制互為前提成了官僚層層專權的合法性依據。唐以前周公與孔子地位並列，

保持了政治與學術的平衡，這時在法理上，王權只是像周天子那樣的虛擬權威，龔是希望把

清代的君主權轉換為周代的虛擬權威的。

龔發現了中國社會危機源自這一執法與立法合而為一，誤以權源為法源的政體。他提出：

「仿古法以行之，正以救今日束縛之病。」112這還原為現實生活中的變法主張就是1823年的

《農宗》構想──還權于民，建立自下而上的權力運作程式，「天」只是立法合法化的內在

承認規則。這是從儒家政治倫理的角度回應了彭紹升對世法的抗議。

在1826年寫的《古史沈論一》中，龔指出專制政體的運作法則是「去人之廉，以快號令，

去人之恥，以崇高其身」113。在此，龔說出了戴震說到嘴邊，但沒有說出來的「以理殺人」

背後的元兇──政治意理與君主專制的合謀。這一法則違反了人權法則，結果是「既殄、既

獮、既夷，顧乃席虎視之餘蔭，一旦責有氣之臣，不亦暮乎！」114一個文明為了生存選擇了

皇帝制度，但隨著世界權力的擴大使敵性預設由對外轉向了對內，維護國人安全的專制國體

變成了壓制國人生命權力的專制政體。龔氏的立論克服了這一安全困境：掃除自上而下的權

力桎梏，恢復人的道德主體性才是文明防衛論的要義。而權力的桎梏是通過審美轉變為禮義

規範、道德倫理並滲透到生活細部的。龔在晚年寫的《病梅館記》就點破了這一秘密。但一

種審美趣味乃至禮義規範、道德倫理的轉變已是文明衝突的課題了。



在龔的思想中我們可以看到西方文明物心兩面衝擊的痕跡。而西方衝擊落在深層的宗教價值

層面激起了對佛學佛理的關心。這就是為甚麼佛學成了晚清變法運動伏流的原因。而當變法

志士把自我認同的中心從王權轉向了自己的生活世界，價值原點也隨之從外在的王權轉向了

內在人格的覺醒。一種把政治與宗教區別開來的近代思維露出了端倪。

正當乾隆把清朝的國力推到了頂峰的時候，一個反禮教的思想透過曹雪芹、袁枚的文學話語

滲透到了讀書階層，到乾嘉之際，反舊理學已成為新的學風。儒釋的重心轉換意味讀書人學

術倫理由政治意理向學術自身的轉換，同時也意味推動變法運動的道德主體的誕生。彭在

1884年入山習靜，給家人留下蓼語：「當沈舟破釜，血戰一番，掃盡群魔以還無

明。」115「以還無明」四字是江藩所加。「無明」在小乘佛法裏是十二因緣的起首，意為人

的思想情緒。在儒家的政治倫理中天子的政治權威是先天的，「以還無明」意味著給人的精

神世界留一方獨立的空間。這就需要與世俗權力與政治意理展開搏鬥。龔繼承了彭這一與世

法決一死戰的姿態。天台宗源於《法華經》的末法思想，天台思想在晚清的抬頭成了辛亥革

命的精神源流。

彭紹升在《居士傳》中列出了一百零七位活躍在明末清初的居士，其中百分之六十七點三來

自江、浙二省。據此，陳榮富認為居士佛教是有地域性的現象116。龔自珍從彭的著述中接觸

到了一個明末以來江南居士佛教的傳統是無可置疑的。兩人內面相遇的契機是時代的刺激，

他們以內在的變遷來回應時代的挑戰企圖建立起一個獨立於世法的內在倫理。我們可以把陽

明心學看作是對西力東侵早期的內在回應，而彭、龔的佛學關心則是在西學東漸背景下對陽

明心學的深化。

龔自珍對佛教的關心有兩個源頭。一個是他的「天台家言」117，一個則是江沅的引導。天台

宗以龔的生家浙江為背景，而江沅的引導則從《圓覺經》入手。《圓覺經》是一乘圓教，歸

入華嚴宗，可以滿足讀書人高級的宗教需要。晚清變法家的精神世界是與世俗世界保持高度

緊張的。龔在1823年給江沅的信中寫到：「重到京師又三年，還山之志，非不溫縈寤寐間，

然不願汩沒此中。政未易有山便去，去而複出，則為天下笑矣。」118此是自珍才三十一歲，

已有「還山之志」，他的宗教心靈就是在這樣的出世與入世的葛藤中萌發的。對中央政治的

不滿促使他去尋求精神上的慰藉。而在精神世界中的宗教學理提升又意味與世法的對決。

「還山」就是從社會自身出發去打造一個社會再建的一家之言。這也就是自珍佛學關心的原

點。龔以天台傳人自居，把居士佛教帶出了家門，使之成了浙江地域精神的一個泉源。

龔是在1812年開始治校讎之學，1819年從劉逢祿受受公羊春秋，從此，「推究治學本原，深

明周以前家法」119。龔在1829年的進士朝考時提出了「以邊安邊」的主張120，同年，他還要

求加強內閣的作用121，旨在實行中央官制的改革以削弱皇帝獨裁的專制政體。在龔的心目

中，章學誠的文史校讎之學與劉申受的西京之學之間是有一個內在的結合點的。這個結合點

就是「周以前家法」。錢穆認為，家法即章句122，而周以前的家法就是孔子的一家之言。章

賦予了清代朴學以古學上的意義──歷史哲學，這意味對專制政體合法性的挑戰。劉又把這

一挑戰引向了對現實政治的關心。中國的專制政體是通過理學的政治意理來控制「社會-歷史

結構」的123，而反理學思潮透過龔的話語催生出了一個歷史主體。這個歷史主體要求改變由

專制政體所控制的這個「社會－歷史結構」。章學誠說的「言性命者必究於史」的浙東學風

與天台宗的佛教學理相融合意味讀書人與民眾心理達成了一致，一個推動變法運動的歷史主

體出現了。



杭州是自古以來的佛地。「天台家言」說明龔是與浙江的地域文化精神自我認同的。在浙江

佛教史上華嚴與天台是同起同落的124，龔在杭州從問佛學的師長中以慈風和尚與錢林（1762

－1828，字東父）居士最著名。龔的年譜著者吳昌綬說「慈公深於相宗，東父則具教、律、

禪、淨四問」125。相宗即唯識宗，在晚清的杭州還有一脈流傳，後經章太炎的提倡在民國時

成為佛教界的主流。錢林的佛教學養融教、律、禪、淨於一爐，從中也可以看到龔氏佛學修

養之一斑。錢也是有清一代的學術史家，可見杭州在晚清的學術界自具一格。龔是通過喚起

歷史的記憶來轉達佛教義理的。如龔在悼念晚明紫柏大師時寫道「何處復求龍象力，金光明

照浙西東」126。他把晚明佛教復興的記憶與浙東西聯繫起來，期盼著江浙能成為推動變法的

歷史主體。當居士心目中的「空王」變成了社會認同的普遍價值的時候，建立在權力崇拜上

的專制體制也就不打自跨了。杭州自此，成了融合朱王、漢宋、今古文經、東西文化的近代

思潮中心127。

章學誠把戴學歸為浙西之學，也就是朱子學，而他自己則屬於浙東之學，也就是陸王心學。

龔的家學淵源仍是戴學，龔父是段玉裁的入門弟子，而段又是戴震的入門弟子。龔十一歲就

從外公段氏受許氏部目，治古學，以學宗外家為自豪128。戴認為「古今治亂之源在是」129，

這是說文字考證的樸學可以通向弄清古今治亂之源的古學。也就是說，在文字考證的工具意

識中有一種實事求是的學術倫理130，據此，戴震認為「古賢人、聖人，以體民之情、遂民之

欲為得理，今人以己之意見不出於私為理，是以意見殺人，咸自信為理矣。此猶舍字意、制

度、名物，去語言、訓詁，而欲得聖人之道於遺經也。」131這是說，理學意理是集體精神暴

力的共有觀念，這一觀念既遊離於生活的日常感覺，又無視治學的程式工夫。龔透過樸學的

學術倫理發現了與理學意理相對立的目的意識──佛教學理。作為本體的專制王權在此失去

了政治意理的容身之所132。權力只是工具，不能成為人生的目的。這就是清代樸學開出的

「古方」最終演變出了宗教革命的內在理路。

可以說龔是天台宗這一古老宗教的近代復興者。他對天台宗有獨到的體認。杭州是浙江的省

會，但不是天台宗的本山，然而，江浙的居士多以天台為宗也是事實，《紅樓夢》的人生觀

出自佛教中觀一系的二諦論，這令人想起天台宗的「圓融三諦」。袁枚到晚年還去天台山巡

禮，彭紹升「兩頭坐斷」133的說教也本於天台教理。龔棄官回杭後去向慈風和尚請教天台疑

義，慈風裝聾不答，說這是佛法134。這是暗示天台教義只可體認，不可言傳。但如錢林那樣

也並非江浙居士都是宗天台的。龔在晚清的杭州以天台傳人自居反而是例外。杭人徐懋在給

龔供奉的天台智者大師檀香像前寫的楹聯是「智周萬物而無所思，言滿天下而未嘗

議。」135這樣，龔晚年對天台教義的領悟以及傳播提高了讀書人精神世界中佛學的地位帶來

了晚清知識階層的價值革命。譚獻在同治十三年的日記中寫道「偶翻釋乘，欲以《遺教》、

《楞伽》、《楞嚴》、《圓覺》、《法華》、《維摩》、《四十三章》、《金剛》、《華

嚴》為佛九經，益以《八大人覺》、《涅盤》、《心經》、《阿彌陀經》，足以比十三

經」。136由此可見晚清知識階層的佛教學養是相當高的。

龔自珍所表達的對天台教義的體驗以及使用的因明推論方式可以看作是後來的變法志士思維

方式的原型。龔自珍在《已亥雜詩》中描寫宗教體驗的詩主要有第七八、一五一、一六一、

一六五、一七十、一八八、二一九、二二六、三一五一共九首。在第七八首的注中，龔寫道

「丁酉[1837]九月二十三夜，不寐，聞茶沸聲，披衣起，菊影在扉，忽證法華三昧」137。作

者的視聽覺、茶沸聲、菊影構成了一個三維的虛擬實景使作者體認了《法華經》的佛學境



界。這也是對智顗「三諦圓融」的體認。龔把這種體認賦予了一種獨特的時間觀念，他在第

一五一首中寫道「天台悟後無來去，人道蒼茫十四年」138，這裏的「無來去」與彭紹升的

「兩頭坐斷」是一個意思，不同的是，龔在這裏給時間賦予了佛學義理。個體在三維空間中

的同定超越了時間，成了歷史的自覺載體。

龔在第一六一首中寫道「如何從假入空法？君亦莫問我莫答。若有自性互不成，互不成者誰

佛剎？」139個人的悟道體認是無法言傳的，但如何使個人的體悟變成人與人相互溝通的前提

呢？這也正是《華嚴》所講的「惟無自性，乃有互性」的課題。在這裏有一個集體佛性的觀

念。李四龍指出，從二諦思想到智顗的「三諦圓融」，形成了一個體相用的三元結構140。這

個「相」即假名，李認為「智顗的假名同時兼備方法論和本體論的意義」141。「假相」即天

台義理的實相，也就是虛擬實景，是萬物的本體。龔說：「我立中無境，佛依空假境。」142

對他來說，佛教倫理既是當下行動的指南，又是本體的體認。從「立中無境」的立場來看，

本體也只是假相，而從「空假境」的觀點來看，本體卻是實相。可見在「立中無境」的宗教

觀念裏實已包含了恢復本體的政治革命底蘊。這一思維方式與陽明心學一脈相承，構成了近

代中國知識人在佛教義理指導下的行動樣態。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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